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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先锋纪录片” 的四个问题
聂欣如

摘　 要： 文章针对 《当代电影》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 “纪录片研究” 栏目中发表的四篇关于 “先锋纪录

片” 的文章观点提出质疑， 指出四文触及到了纪录片理论的一些根本问题， 如纪录片是不是纯艺术的作

品？ 纪录片是不是需要社会意义？ 以及从维尔托夫的 “电影眼睛” 理论之中是否能够推导出 “虚构” 的

可能性？ 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纪录片这一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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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电影》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发表了四篇关于 “先锋纪录片” 的文章， 拜读之后谨受教了， 但也有

一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这些问题涉及到了纪录片的根本， 因此写成文章就教于四篇文章的作者。 下

面提出的问题尽管只有四个， 但彼此间有所关联， 因为一篇文章中需要被问及的问题也许不止一个，
但是只对其中最为主要的疑问展开讨论， 其他的方面或在对其他文章的提问与讨论中呈现， 四篇文章

主题的相关提供了这一便利。

一、 纪录片是纯艺术作品吗

文章 《先锋纪录片： 创造一个新世界》 一开始便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传统的纪录片时过境迁

鲜有人关注， 而另外一些先锋化的纪录片却能够长时间受到关注？ 并由此推导出纪录片发展的方向问

题， 认为整个纪录片的历史和创作都需要改写： “面对海量的以直接电影为代表的常态纪录片， 体量极

小的先锋或实验纪录片却更能经受时间的考验。 在这样的意义上， 当今流行的有关纪录片历史和创作

的许多书籍都值得商榷。”①

文章提出这一问题的依据是英国的一家杂志 《视与听》 通过调查全世界 ３４０ 名影评人和制片人得

出的结论，② 但是作者所列举的理由并不足以服人。
首先， 任何一本杂志都是有倾向性的， 《视与听》 也不例外， 并且从该杂志搞大规模调查这样的做

法也可看出， 这不是一本学术刊物， 至少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刊物。 因为严肃的学术刊物以研究问题、
揭示真理为己任， 真理不服从数量的逻辑， 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的当年， 据说全世界只有三个半人能

够读懂他的理论， 并没有因为这一稀少的数量而影响该理论的价值和真理性。 因此， 严肃的学术刊物

一般不会进行这类调查活动， 这类活动具有显而易见的宣传诉求， 其目的是引导公众视听、 吸引眼球，
在学术上可以引以为证的地位并不可靠。

其次， 文章所提到的 《视与听》 杂志调查榜单排名之中的前 ８ 部， “其中，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被我们

纪录片人奉为圭臬和最高理想的严格意义上的直接电影竟然没有一部入选。 除去 《浩劫》 《别回头》，
其他作品都曾被认为是实验电影或先锋电影”③。 这一说法太不严谨， 《别回头》 是一部表现西方流行

音乐的纪录片， 导演是彭尼贝克， 他是与利柯克、 梅索斯兄弟等共同创建直接电影流派的 “元老” 之

一， 影片是按照严格的直接电影方法制作的， 怎么能说直接电影 “没有一部”？ 当然， １９９０ 年代我国纪

①
②

③　 详见 《当代电影》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第 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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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片人对于有关流行音乐直接电影纪录片的忽视， 既有时代的原因 （彼时西方流行音乐刚传入不久，
对于一般人来说相对陌生）， 也有文化的原因， 流行音乐在我国从来就没有西方 １９６０ 年代所具有的文

化上的 “颠覆” “革命” 意义， 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 《别回头》 的直接电影属性。 并且， “前 ８ 部” 这

个选择似乎也没有足够的理由， 因为排名第 ９ 的就是梅索斯兄弟著名的直接电影 《灰色花园》。 另外，
成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纪录片人 “圭臬” 和 “理想” 的也不仅仅是直接电影， 吴文光在 １９９０ 年制作

的 《流浪北京》 中就有许多第一人称表述或者说采访， 这是直接电影避讳的东西。
　 　 再次， 文章作者指认榜单前 ８ 部影片中有 ６ 部是先锋实验电影也不是事实， 其中严格意义上的实验

电影只有两部， 即维尔托夫的 《持摄影机的人》 和克里斯·马克的 《日月无光》。 另外没有被提到的 ４
部影片是： 雷乃的 《夜与雾》、 莫里斯的 《细蓝线》、 鲁什的 《夏日纪事》、 瓦尔达的 《我和拾穗者》。
《夜与雾》 和 《细蓝线》 在形式上有所创新， 但依然是传统的叙事风格， 完全说不上实验； 《夏日纪

事》 在其出现的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具有一定的实验性， 但是作为传统纪录片一大流派 “真实电影” 的代

表之作， 对其进行模仿的作品无数 （如我国央视 ２００４ 年拍摄的致敬之作 《你想要什么》 ）， 今天已经

很难将其看成是先锋； 拍摄 《我和拾穗者》 的瓦尔达确实是一位实验电影的大师， 但偏偏上榜的这部

影片是用传统手法拍摄制作的。 如果通览上榜的 ５０ 部影片就会发现， 几乎所有著名的直接电影、 真实

电影作品都在其中。 以排名榜单来引起有关先锋实验电影作品的讨论并非不可， 但以之贬低传统纪录

片的理由实在太不充分。
以上并不是笔者要讨论的问题， 只是对于该文作者提出问题的依据和方式表示质疑。 文章作者提

出的问题本质上是有关纪录片价值的。 纪录片作为一种面对事实的影像作品， 往往会具有历史的价值，
比如我们需要了解 “文革” 时代， 那么那个时代拍摄的影像或多或少总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而且

越是客观现实的记录， 其价值就越高。 这就如同文物， 时过境迁， 对于今天似乎没有实用价值， 但是

我们还是会建造博物馆将其存放起来， 因为它们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 尽管这些博物馆的造价不菲，
参观博物馆的人数也远非能够与电影院的观众数相提并论。 但并不能够因此得出文物没有价值的结论，
历史对于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来说必不可少， 无需冗言。 显然， 文章作者没有将纪录片视为一种具有历

史认知价值的影像作品， 而是特别地看重其中的艺术价值， 认为艺术价值高于一切， 正是从这个立场

出发， 作者要求改写以往所有有关纪录片的史论， 以及纪录片的创作方法。 文章所罗列的 《天地玄黄》
《轮回》 《生活三部曲》 《尘与雪》 等都是纯粹的艺术影像 （或 “影像艺术” ） 作品， 属于非叙事的时

间艺术， 与音乐作品有类似之处， 一般我们并不将其纳入纪录片的范畴， 而是将其归属于艺术影像作

品。 理由是这些作品非叙事， 不向观众提供有效的社会信息， 或者说主要不是提供信息， 而是提供韵

律节奏、 美感， 与一般非叙事的经典艺术， 如美术、 音乐作品的功能相似。
笔者的问题是： 纪录片是纯粹的艺术作品吗？ 如果是， 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作品称为艺术影像作品

呢？ 叙事与非叙事的作品之间还是有巨大差别的， 至少从观众接受的 “体量” 上可以反映出这一差别，
作者在文章中告诉我们： “不争的事实是， 煌煌世界纪录片历史， 绝大多数都只是纪录作品， 只有少数

可以称作艺术品。”① 所以， 只有在消除叙事和非叙事差异的前提之下， 才有可能将以上那些影片称为

“纪录片”。 我们注意到了， 作者把 《迁徙的鸟》 《海洋》 等纪录片与纯粹的艺术影像作品相提并论，
但笔者并不认同这样的做法。 《迁徙的鸟》 《海洋》 等影片确实有着较强的艺术表现力， 但是这些作品

并不因此而忽略叙事， 忽略具体信息的提供， 比如各种不同鸟类的迁徙地点、 途径、 距离、 时间等；
海豚、 鲨鱼、 鲸鱼、 海鸟等各种海洋生物争抢沙丁鱼的事件等， 这些信息引导的是观众的认知， 与纯

粹以节奏韵律表现为主的艺术影像作品截然不同。
也许有人会问： 叙事与非叙事的区别有那么重要吗？ 确实有， 因为叙事会触及另一个哲学问题： 时

间。 在哲学家看来， 时间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基本要素， 康德、 胡塞尔、 海德格尔等在他们的学说

０９

① 详见 《当代电影》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第 ７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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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把人类对于外部世界认知的起点追述到时间， 皮尔士认为时间有两个基本的特点， 一是人类认识

外部世界的主动性， 二是事物的连续性。 所以， “叙述一直是对时间的一种再现。 在此， 时间性不是附

属物。 时间的延续是各种叙述中意义的根基。” ［１］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叙事与意义的表达密不可分。 非

叙事的先锋艺术正是因为故意切断事物的因果连缀， 也就是时间的连续性， 所以它对意义的表达发生

了畸变， 它的表意至少也是含混不清的 （这里所说的时间不是物理放映时间， 而是叙事表意的时间）。
在前文中提到的影片 《生活三部曲》 中， 有一段表现了巴西塞拉贝拉达金矿淘金者们艰难的工作环境，
人们一身泥水地背着金沙口袋从巨大的地坑中往上攀爬， 各种姿态， 各色人等……这是在批评狂热的

淘金者， 还是对他们的境况表示不满？ 是在批评消费主义的社会， 还是在言说无产阶级的生存？ 由于

没有事件、 没有语言 （旁白）、 没有人物 （对个人的采访或介绍）， 甚至没有事物所在的时间地点 （前
面提及的地点名称信息从其他渠道获得）， 其所表现的意义只能任由人们猜想。 意义的不清晰对于艺术

类的影像来说不是缺点， 而是作者刻意追求的一种效果， 这种效果所唤起的往往是类似于诗歌韵律或

某种情绪的表达， 是艺术家对于艺术追求的思考和尝试， 所以笔者认为这类表现更为接近艺术作品而

不是纪录片。 纪录片在叙事上追求的是清晰的表意， 它与艺术影像作品的区别就如同新闻照片和艺术

摄影照片、 肖像绘画和抽象立体绘画、 新闻报道与小说一样一目了然。 文章作者似乎认为把这些影片

纳入纪录片便是 “创造一个新世界”， 其实诸如此类的艺术影像作品早已有之 （如法国 １９２４ 年制作的

《机器舞蹈》 ）， 赋予一个 “先锋纪录片” 的新概念并没有任何对新事物的发现或对事物更为深层的理

解， 只是创造了一个能指而已。
顺便提一句， 文章中称： “康德曾说， 没有抽象， 视觉是盲目的。”① 意思是说影像并不能独立存

在， 必须依存于人们的观念。 康德的原话应该是 “思维无内容是空的， 直观无概念是盲的。” ［２］ 也就是

说， 除了视觉需要依靠观念之外， 观念本身也要涉及到具体的对象， 没有对象作为内容， 观念也不能

够成立， 它只能是 “空” 的。 抽象的观念与对具体事务的感知两者相辅相成， “只有从它们的互相结合

中才能产生出知识来”。［２］（２４４）这是康德的本意， 而文章仅强调了抽象的， 也就是主观的一面， 似有断章

取义之嫌。

二、 纪录片需要社会意义吗

文章 《先锋纪录片的文化谱系： 从伊文思到罗恩·弗里克》 给读者描绘了一个 “先锋纪录片” 谱

系： “先锋纪录片的出现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１９２５ 年前， 是法国印象主义探索期， 称为 ‘第一先

锋派’ 问世； １９２５ 年后， 超现实主义影响深广， ‘第二先锋派’ 出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后半叶， 先锋

电影人纷纷转拍纪录片并形成纪录电影流派……”②然后便是现代性、 后现代性一路往下走， 直到今天。
这样一种线性的贯通与先锋影像作品的历史不符， 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先锋影像的历史不是一根直线， 而是如同一棵大树有诸多分叉。 先锋影像的出现早于纪录片，
即便是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后半叶”， 也不是 “先锋电影人纷纷转拍纪录片”， 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转向了纪录片， 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作品的数量来说， 都只是一小部分转向了纪录片。 按照李斯的说法，
这一时期的先锋影像有 “查尔斯·德考科莱尔的原结构主义电影， 史蒂芬和弗兰西斯科·泰默生的达

达主义电影， 拉斯洛·莫霍里–纳吉的抽象电影 《黑白灰》 和后期的纪实电影短片， 波兰年轻一代建

筑师和政治活动家米尔齐斯劳·斯楚卡的电影符码工程和包豪斯光影试验” ［３］ 等等， 而在早期的诗意表

现纪录片中， 完全看不到如此复杂的类型区分。 先锋影像在这之后的发展， 也完全不是该文作者所描

绘的情景。 根据维斯的介绍，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之后， 在先锋实验影像领域崛起的有斯丹·不拉卡吉、
肯尼斯·昂格尔、 詹姆斯·惠特尼、 乔丹·贝尔森、 保罗·莎利兹、 米歇尔·斯诺等人。［４］ 这一串人名

以及与之相关的作品， 对于我们来说尽管足够陌生， 但是并不等于不存在， 他 ／ 她们在先锋实验影像领

１９

① ②　 详见 《当代电影》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第 ７７、 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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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自有其赫赫名声。 由此可以看到， 文章作者是把先锋影像的纪录片旁支当成了主干， 所谓 “谱系”
之说， 笔者认为基本上不能成立。

二是即便是从 “旁支” 的角度来看， 早期诗意化纪录片的发展也不足以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先锋

“谱系”。 这是因为从 “先锋影像作品” 分蘖而来的早期诗意纪录片并没有继承先锋影像的衣钵， 它们

脱离先锋影像自成一体的代价， 便是放弃了先锋艺术最为核心的原则， 几乎是 “净身出门”， 仅在极其

曲折隐晦的层面上维持着与先锋影像的关系。 按照比格尔的说法：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 只有唯美主义

的出现， 才标志着艺术现象的全面展开成为事实， 而正是唯美主义， 才是历史上的先锋运动所做出反

应的对象。” ［５］换句话说， 先锋派之所以 “先锋”， 是反对表现一般所谓的 “美” 的。 因此， 我们所看

到的经典先锋影像作品， 比如布努埃尔的 《一条安达鲁狗》 《幕间休息》 等， 都与一般所谓的 “美”
无缘， 但早期的诗意化纪录片， 大多并不排斥 “美”， 甚至还追求 “美”， 只是因为纪实的原始材料形

式和极为有限的叙事性使它们成为了纪录片的先驱。 这也就是说， 所谓的 “先锋纪录片” 只不过是些

背弃了先锋原则的影像作品， 它们试图独树一帜， 但很快就分裂成艺术影像和纪录片两个不同的方向。
伊文思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在走上了艺术影像的道路之后， 面对当时阶级冲突激烈的西方资本

主义社会深刻反省， 最终放弃 “美” 的表现方法， 转身踏入纪录片的行列。［６］因此， 早期的 “先锋纪录

片” 并不是今天所谓的经典纪录片， 两者之间尚有遥远距离， 这就如同穆布里奇用照相机拍摄奔马被

作为电影的起源一样， 大概不会有人从这一起源得出这样的结论： 照片就是电影。 按照德国学者霍恩

贝格的说法： “从格里尔逊开始， 纪录电影成了具有真实意义的一种电影类型， 它赢得了舆论教育和政

治一致这样的社会功能。” ［７］格里尔逊也说： 纪录片的现实 “能够揭示社会的基本协作关系或群体的本

性。” ［８］换句话说， 纪实的影像形式只有被赋予了一定社会意义之后， 才成为了纪录片。 纪录片并非全

等于 “纪实”， 纪实仅是纪录片的必要条件。 这也是伊文思所认定的： “我坚持以我的职业干预社

会。” ［９］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艺术影像的立场和观念。
我们注意到， 文章作者竭力从艺术影像作品 （请原谅笔者矫正有关 “先锋纪录片” 的说法） 中读

取意义， 似乎由此便可获得与纪录片相似的价值， 文章写道： “近年来， 先锋纪录片的创作倾向， 逐渐

从现代性的歌咏延展为对现代性的批判， 从工业文明与人类群体所塑造的文化丰碑式现代文明的凝视，
发展为对自然与人造、 宇宙与个体、 科学与神学之间终极哲学之思的深刻反思。”① 应该说， 从艺术影

像作品读取意义并不困难， 因为它们毕竟不是先锋实验作品 （如果真是先锋实验作品， 意义就不那么

容易读解了）， 但是这并不能为其赋予纪录片的身份， 这就如同人们能够轻易从绘画和音乐作品中获取

意义， 但却不能从中获取对于社会事件的有效信息一样。
笔者的问题由此而来： 纪录片需要社会意义吗？ 按照文章作者的说法， 纪录片诞生于艺术影像， 艺

术影像繁衍至今， 自成谱系， 社会意义对它来说并不重要， 但这些说法从本质上是排斥纪录片的。 文

章作者所谓 “纪实与非纪实， 实验与原生态的对立并不是我们在研究先锋纪录片时所应纠结的问

题”②， 相对于艺术影像来说并无不妥。 但是， 如果将艺术影像更名为 “纪录片”， 那么就会不可避免

地遭遇社会意义存在与否的问题， 以及纪实还是非纪实这样的问题。 被消除了社会意义的、 非纪实的

影像还是纪录片吗？ 艺术影像被 “改姓更名” 之后， 它们就 “一笔勾销” 不复存在了吗？
艺术影像与纪录片并非你死我活， 两者只能存其一， 而是可以在不同的概念之下共存共荣， 各领一

片风骚。 它们是 “一根藤上的两个瓜”， 作为艺术影像自然不需要去尊奉纪录片的规则， 但纪录片如果

不尊奉自身的原则， 它就不再是纪录片了。
从文章作者的这些言论， 我们似乎可以隐约地感觉到西方后现代纪录片理论的影响， 温斯顿、 尼科

尔斯、 雷诺夫等西方后现代主义纪录片理论家几十年来一直在宣扬他们的主张， 在他们看来， 这个世

界上并不存在 “客观”， 个人主义乃是唯一的真理。 因此， 传统的、 以纪实为主的纪录片遭到了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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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 “私影像”、 动画、 故事片、 广告、 宣传， 甚至虚构的幻想作品全都被他们纳入了纪录片的范畴。
这些理论在 １９９０ 年代遭到了西方哲学和美学界人士的严厉批评。 有趣的是， 这些被批评的纪录片理论

家， 几乎都没有做出过像样的回应， 唯一在自己的书中进行过回应的是温斯顿， 他指责对他的批评是

“政治行为”， 是站在美国政府一边的 “右派”， 以这种态度回应学术争论也是不多见的， 他直言不讳自

己的后现代主义理想。［１０］伊格尔顿说： “后现代主义时不时地假设它对手的立场或者把它对手的立场加

以漫画处理。” ［１１］看来并非戏言。 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基本上是一种社会思潮， 这种思潮 “是一种思想风

格， 它怀疑关于真理、 理性、 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 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 怀疑单

一体系、 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 ［１１］（１）后现代主义在不同学科亦有其代表人物， 如历史学的怀特，
哲学的罗蒂等， 这些人在学术圈内搅起轩然大波， 同时也受到激烈的批评， 这里不能一一展开。 但无

疑， 这使那些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言论充满了底气， 即便是受到批评也不争辩反思， 颇有一些 “自

说自话” 的风度。
纪录片作为一种公共媒介在西方遭到一些人的质疑本不奇怪， 因为 “美国的价值观体系一直是建

立在个人成就和个人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的。” ［１２］一种具有公共性的社会媒介， 势必会因为公众的利益而

开罪某些个人。 不过贝尔告诉我们， 尽管公共社会是在市场化社会之前出现的， 但 “显而易见的是，
非市场决策越来越重要， 因为有许多事个人办不到。” ［１２］（２２１）也就是公共性在今天依然是必要的。 哈贝马

斯尽管对西方社会的公共领域进行了犀利的批评， 但仍然指出： “公共领域承担着平衡利益的重

任。” ［１３］因此， 当西方后现代纪录片理论开始在我国流行的时候， 难道我们不应该思考一下这些理论试

图消解纪录片公共性的原由吗？ 西方学者已经在反思了， 康纳告诉我们： “后现代理论的修辞性和制度

性要求尽管试图培养或描述抵抗文化， 但却能够将后现代理论有害地变为对它描述的状况的一种纯粹

赞美， 并且使其合法化。” ［１４］

三、 “电影眼睛” 理论能推导出 “虚构” 吗

在 《回到未来———吉加·维尔托夫的先锋电影理论与实践》 一文中， 作者想象了维尔托夫面对今

天的数字环境： “设若维尔托夫能穿越到今天， 又如何看待人人变成 ‘带摄影机的人’、 随时随地手握

屏幕发弹幕的局面？” 显然， 作者认为维尔托夫定是怅然若失， 需要进行数字技术的普及教育， 作者于

是循循善诱： “这是一个 ‘在超级逼真中失真’ 的幻像合成时代。”① 当这一想象的推理完成之后， 作

者得出了结论： “当技术使 ‘一切皆有可能’， 指向虚构的可能性增大了。”②显然， 作者认为维尔托夫

应该会顺时应势赞同这样的说法。
但是， 笔者对作者的这种自信深表怀疑。 首先， 维尔托夫即便 “穿越” 来到今天， 看到数字技术

恐怕未必会大惊小怪， 因为电影技术在 ２０ 世纪初给当时人们带来的震撼要远远超过今天的数字技术，
我们所看到的数字技术只不过是传播速度和范围带来的惊讶， 因为这超过了我们在前数字技术时代对

于传播能力的想象。 但是电影技术对于 ２０ 世纪初的人们来说， 是一种直接的生理上的冲击， 它不是一

种基于技术的想象， 而是几千年愿望中的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它不容设想， 不容置信， 多少人看到银

幕上开来的火车紧急避闪， 多少人面对银幕上翻滚而来的海潮跳上了椅子； 本雅明将电影技术的出现

形容为 “１ ／ １０ 秒甘油炸药” 的爆炸，［１５］ 经历过那样一个时代的穿越者， 应该不会为今天数字技术的到

来而丧魂落魄， 只会对少见多怪的今人付之一笑。
其次， 说 “数字技术取消了胶片电影与其拍摄对象之间借助光学原理和化学材料建构的 ‘一一对

应’ 的指涉关系”， 应该只是相对于数字技术的能力而言， 并不是数字技术的必然后果， 这就如同菜刀

有杀人的能力， 但并不必然地成为凶器一样。 挥舞数字的 “菜刀” 同样唬不了人， 反倒说明这样一种

简单化的思维， 其实是伴随着技术上的无知。 没有胶片的光学和化学作用， 数字技术连一幅最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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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都不可能产生， 数字只是 “０” 和 “１” 的符号系统， 本身并没有成像的能力， 如果没有影像作为

参照， 数字永远只能是数字。［１６］同样， 如果没有物理世界的参与， 数字只能是人们头脑中的观念， 如同

幽灵无法现身。 用波斯曼的话来说： “如果没有具象的符号， 计算机只不过是一堆垃圾。” ［１７］ 数字技术

应该只是人控制之下的一种技术， 不会成为 “洪水猛兽”。
这里隐藏着一个常见的谬误， 即认为纪录片的真实性来自于它的影像。 真实性与影像有关， 但并不

必然地关涉影像本身， 因为真实与否是人们对于事物属性的判断， 与事物自身没有关系。 从词性上看，
“真实” 是形容词， 并非名词， 也就是世上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为 “真实” 的事物， “真实” 只是被用来

描述我们对于事物的信念和态度。 所以， 在有关符号学的讨论中会认为 “纪录片的吸引力并不源于电

影符号， 而是源于对拍摄制片的物质条件的了解。” ［１］（１０６）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们判定一部影片为纪录

片并不是从其影像的性质来决定的， 而是从这部影片表现的对象是否被虚构来决定的。 换句话说， 也

就是影片制作者在拍摄影片时对待物质对象所使用的手段， 即虚构或是非虚构， 决定了影片是故事片

还是纪录片的属性。 １９９０ 年代在西方有关后现代纪录片理论的争论中， 卡罗尔曾指出： “非虚构电影与

虚构电影之间的差别， 也不能以形式方面的技术差别为根据。” ［１８］ 这也就是说， 数字技术时代的到来，
并不能够影响人们对于影像真实与否的判断， 对于纪录片来说， 真实是纪录片制作者面对事物时的态

度， 一个对事实毫无敬畏的人很难制作出一部真实的纪录片， 不论他使用怎样的技术手段； 而一个尊

重事实的人， 即便是使用数字技术， 也不会影响其作品的真实性。 今天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纪录片都是

用数字技术制作的， 难道我们可以说， 这些纪录片的真实性都值得怀疑吗？ 同理， 判断维尔托夫是否

会走向虚构在于他对事实的态度， 而不是他使用的是怎样的技术。
第三， 维尔托夫会认同纪录片 “指向虚构” 吗？ 我认为完全没有这种可能。 因为维尔托夫的 “电

影眼睛” 理论是一种排斥任何形式虚构的理论， 他说： “戏剧几乎一直在可怜的模仿同样的生活， 再加

上芭蕾式的装模作样、 音乐般的尖声怪叫、 灯光噱头和舞台布景 （从拙劣的涂抹到构成主义） 愚蠢地

凑到一起， 即使上演某位才子的作品， 也被这些无聊的东西弄得面目全非了。” ［１９］ 除了戏剧， 他还攻击

虚构的电影： “从现在起， 电影中不再需要心理剧和侦探剧。 ／ 从现在起， 电影不再需要戏剧式制作。 ／
从现在起， 不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或是南·平克顿的小说都不再需要被改编为电影脚本。 ／ 一切

都可以收入到新闻电影的新观念中。” ［１９］（２２２） 维尔托夫认为他的 “电影眼睛” 理论是 “建立在影片对生

活事实系统记录的基础上” 的， “它以可见的实事， 以影片纪实的不断交流为基础， 这同电影式的和戏

剧式的表现是对立的。” ［２０］维尔托夫说得非常清楚， 他的理论与虚构势不两立。
假设维尔托夫的 “穿越” 无非两种可能， 一是认为维尔托夫已经过时， 如果是那样的话， 直接批

判他的理论即可。 另一种可能是， 认为维尔托夫的理论隐含着 “虚构” 的可能性， 时过境迁便可释放

出来。 因此我的问题是： 怎样才能够从维尔托夫 “电影眼睛” 理论之中推出 “虚构” 的可能性来？ 任

何推理都要有切实的依据， 而不是仅凭假设和想象， 特别是要把一个事物推到它的对立面去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了作者并不排斥 “非虚构” 对于纪录片的重要性， 但是事实上 “虚构” 之门一开， “非虚

构” 便会无处容身， 因为 “非虚构” 之 “非” 是排他的， 容不下对立面的。 换句话说， 无论技术发展

到哪步田地， “虚构” 与 “非虚构” 都是一对相悖的概念， 不能将其 “一锅煮”。

四、 一点困惑

论文 《形式主义美学的遗响———蒙太奇美学极致追求与纪录片先锋探索间的爱森斯坦》 以爱森斯

坦的影片 《墨西哥万岁》 为例， 从先锋形式的角度对影片进行了全新的读解， 全文没有涉及任何有关

纪录片的问题， 没有跨越美学范畴的诉求， 因此笔者对之没有相关疑问。 只不过有一个困惑： 这篇论

文尽管没有涉足有关纪录片的讨论， 但副标题中却出现了 “纪录片先锋探索” 的字样， 以及在摘要中

把 《墨西哥万岁》 称为 “纪录片”， 显然， 作者并没有这样的意思， 否则不会在文章中不予讨论。 那么

为什么在文章的副标题和摘要中会加入 “题不对文” 的内容？ ———这成为笔者对此篇文章最大的困惑。

４９



第 ５ 期 聂欣如： 关于 “先锋纪录片” 的四个问题

综上， 西方后现代主义纪录片理论在我国的泛滥可谓 “来势凶猛”， 这些理论以个人主义诉求为基

本出发点， 力图贬低和消解纪录片的公共性和客观性， 这里讨论的几篇文章或多或少与之相关， 涉及

到了纪录片的根本性问题， 即我们究竟把纪录片作为一种怎样的媒体来看待？ 纪录片还是不是大众传

播媒介？ 是不是社会的 “公器”？ 可不可以不纪实或者 “虚构”？ 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能够使我们对

“纪录片” 这一事物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同时， 也会有助于我们在西方的某些理论面前保持独立思考，
而不是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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